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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在中国经济增长转型时期推进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 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中

国经济增长的制度路径。 文章以党的十八大以来开展的全面深化改革为界, 把自 １９７８ 年改革开放至今划分

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主要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来适应市场经济基础, 第二阶段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来匹配国

家治理。 随着中国制度改革的总体目标从 “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转向 “匹配国家治理”, 机构改革目

标也从市场化转向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深层制度参数体系的重构将深刻影响中国的

经济增长速度、 模式和路径。 从经济增长角度来看, 如何加快深层制度参数向市场主体的传导速度, 释放

改革红利, 从而达到国家治理时代市场决定性作用下的新稳态增速, 是国家制度改革和调试要解决的首要

问题。 因此, 应当重点研究发展阶段转变、 国家工作重心调整带来的发展战略和资源配置方式转变, 评估

新组建机构对市场运行和经济增长的影响, 以工作方法现代化破解非经济领域、 非市场逻辑与经济领域和

市场逻辑的冲突, 以新质生产力形成经济增长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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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提出 “全面深化改革

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① 开始算起,
中国以国家治理为典型特征的全面深化改革也推进了十年。 作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

重要内容, 新的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提高, 势必深刻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速

度、 模式和路径, 并在新时代的国家体制下形成新稳态增速。

一、 十年来的经济增长: 中国视角与全球视角

　 　 １. 经济增长与周期波动

中国经济增长轨迹在 ２０１２ 年以后经历了剧烈的转变。 我们从以下宏观经济变量间的关系来阐释:
第一, 从 ＧＤＰ 增速数据来看, ２００７ 年 １４. ２％的增速是 ２１ 世纪前二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最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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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数据从 «２００７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中的 １１. ４％,① 逐步调整为 «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１０» 中的 １４. ２％, 并一直延续至今。 现在看来, ２００７ 年的 ＧＤＰ 增速是被严重低估的, 当然这也避免

了当年出台紧缩性宏观措施和宏观经济政策的急剧转向。② ２００８ 年和 ２００９ 年的 ＧＤＰ 增速为 ９. ７％和

９. ４％, 较 ２００７ 年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滑, 但是仍然明显超越了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强调的 “七上八下” 宏

观经济政策的目标区间, 也明显高于 ２０００ 年的 ８. ５％和 ２００１ 年的 ８. ３％。③ “四万亿” 投资政策使中国从

２００８ 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复苏, ２０１０ 年中国率先以 １０. ６％的增速冲入 ２１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 年)。 在此期间, 中国经济增速进入快速下行通道 (见图 １), 特别是经济周期底部的 ＧＤＰ
增速一再刷新。 ２０１１ 年 ＧＤＰ 增速为 ９. ６％, ２０１２ 年下降到 ７. ９％。 ２０１３ 年中国提出 “新常态”, 党的十

八届三中全会正式宣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宏观经济增速下降到 ７. ８％。 在这之后的

几年, 随着国家治理水平的提升, ＧＤＰ 增速快速下降的势头被遏制, 经济周期呈现平滑化特征。 ２０１５
年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 ＧＤＰ 增速降到 ７％, 正式达到 “七上八下” 的下界。 随着 “三大攻坚战”
的打响, ２０１７ 年 ＧＤＰ 增速正式回升到 ６. ９５％, 但是 ２０１８ 年重新恢复缓慢下降趋势, ２０１９ 年跌破 ６％,
２０２０—２０２２ 年 (疫情三年) 经济增速的算术均值为 ４. ５６％, ２０２３ 年重新恢复到 ５. ２％, ２０２４ 年的 «国务

院政府工作报告» 将经济增长目标确定为 ５％。

　 　 　 图 １　 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波动: ２０００—２０２３年

说明: (１) 数据来自 Ｗｉｎｄ 金融咨询终端, 原始数据全部来自国家统计局, 数据时间为 ２０００—２０２３ 年。 (２) 图中

数据标签为 ＧＤＰ 增速。 ２００７ 年经济增速 (国内生产总值指数) 在 ２００７ 年统计公报中为 １１. ４％, 在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 «中

国统计年鉴» 中分别为 １１. ９％、 １３. ０％、 １４. ２％, ２００６ 年经济增速在 ２００７—２０１０ 年 «中国统计年鉴» 中分别为 １１. １％、

１１. ６％、 １１. ６％、 １２. ７％。

第二, ２０００ 年以来中国 ＧＤＰ 增速和人均 ＧＤＰ 增速, 以及全员劳动生产率 ３ 个变量之间一直保持着

相同的趋势。 但是图 １ 的数据还显示, 相同趋势的背后也在悄然发生系统性转变。 (１) 从 ＧＤＰ 增速和

人均 ＧＤＰ 增速的差距看, ２０００ 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中人均 ＧＤＰ 增速与 ＧＤＰ 增速两个变量的系统性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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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从 ２００７ 年执行的 “稳健财政政策” 转向新一轮 “积极财政政策” 的时间点, 发生在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参见高培勇: «新一轮

积极财政政策: 进程盘点与走势前瞻», «财贸经济» ２０１０ 年第 １ 期。
“七上八下” 是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得出的宏观政策经验, 即潜在 ＧＤＰ 增速介于 ７％—８％; 如果 ＧＤＰ 增速低于

７％, 应当采用扩张性宏观政策促使其向上; 如果 ＧＤＰ 增速高于 ８％, 则应该采用紧缩性宏观政策, 促使增速向下恢复到正常区间。 参见

张平: «中国的宏观经济叙事 (１９７８—２０２５): 历程、 共识、 逻辑和激励»,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 ２０２３ 年。



异发生了转变: ２０１８ 年以前中国 ＧＤＰ 增速一直比人均 ＧＤＰ 增速快 ０. ５ 个百分点以上, 但是从 ２０１９ 年开

始二者之间的差距迅速缩小, 新冠疫情期间 (２０２０—２０２３ 年) 二者差距分别为 ０. ３８、 ０. ２４ 和 ０. ２ 个百

分点, ２０２２ 年 ＧＤＰ 增速和人均 ＧＤＰ 增速持平, ２０２３ 年人均 ＧＤＰ 增速超过 ＧＤＰ 增速 ０. ２ 个百分点。 这

一转变的直接原因是人口从正增长转向负增长。 累计来看,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年 ＧＤＰ 增速比人均 ＧＤＰ 增速快

１２. ３ 个百分点, 年均快 ０. ６５ 个百分点。 新冠疫情结束后, 这一情况发生了反转。 (２) 从全员劳动生产

率与其他两个指标的差距来看, ２００５ 年以前劳动生产率一直是增长最慢的指标。 从 ２００５ 年和 ２０１９ 年开

始, 全员劳动生产率分别超过了人均 ＧＤＰ 增速和 ＧＤＰ 增速, ２０１９ 年以后已经成为增长最快的产出指

标。 ２０２２ 年中国全员劳动生产率比人均 ＧＤＰ 增速和 ＧＤＰ 增速都快 １. ２ 个百分点, ２０２３ 年则分别快了

０. ５ 和 ０. ３ 个百分点 (２０２３ 年的数据是初步统计数, 后续可能会调整)。
第三, 为了确认 ２１ 世纪两个十年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周期因素差异, 图 １ 还展示了 ２０００ 年以来中

国宏观经济的周期性物价指标。 从中可以看出, ＧＤＰ 平减指数、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ＣＰＩ 和生产者价

格指数 ＰＰＩ 自 ２０００ 年以来经历了几轮完整的变化周期, 并没有显示系统性转变的趋势, 从而排除了

周期性因素对经济增长转变的影响。 (１) 从 ＧＤＰ 平减指数这一生产侧指标来看, 第一个十年的年均

值为 ３. ７５％, 第二个十年年均值为 ３. １０％, 差别并不是非常大; 从周期极值来看, ２０００—２００９ 年最

高值是 ２００７ 年的 ７. ７８％, 最低值是 ２００９ 年的－０. ２１％;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 年最高值是 ２０１１ 年的 ８. ０３％, 最

低值是 ２０１５ 年的 ０. ０４％, 极值差距的变化不大。 新冠疫情以后年均值为 １. ６％, 消费侧物价有所下

降, 但是由于时间尚短, 不足以形成趋势性判断; 最高值是 ２０２１ 年的 ４. ６０％, 最低值是 ２０２３ 年的－
０. ２１％。 (２) 从 ＣＰＩ 这一居民消费侧指标来看, 第一个十年的年均值为 １. ８７％, 第二个十年年均值

为 ２. ５９％, ２０１０ 年以来的经济周期内在通胀压力似乎更高, 但 ２０１９ 年以后均值重新下降到 １. ４０％;
周期极值方面, ２０００—２００９ 年最高值是 ２００８ 年的 ５. ９０％, 最低值是 ２００２ 年的－０. ８０％;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
年最高值是 ２０１１ 年的 ５. ４０％, 最低值是 ２０１５ 年的 １. ４０％, 通胀似乎变得更加平均。 新冠疫情之后年

均值为 １. ４０％, 消费侧物价有所恢复, 最高值是 ２０２０ 年的 ２. ５０％, 最低值是 ２０２３ 年的 ０. ２０％。 (３)
生产者价格指数 ＰＰＩ 显示出更短的周期和更多的负值, ２０００—２００９ 年均值为 ２. ０２％。 在这十年中,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０２ 年、 ２００９ 年三年为负值, 最低值是 ２００９ 年的－５. ４０％, 最高值是 ２００４ 年的 ６. １０％。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 年年均值为 ０. ８９％, 比 ２０００—２００９ 年下降了很多, 生产侧物价似乎变得温和, 但是从极

值来看, 第二个十年最高值是 ２０１７ 年的 ６. ３０％, 最低值是 ２０１５ 年的－５. ２０％, 和上一个十年并无显

著趋势性差别。 ２０２０ 年以后的最高值是 ２０２１ 年 ８. １０％, 最低值是 ２０２３ 年－３. ０％, 均值为 １. ８５％。
(４) 总体而言, ＧＤＰ 平减指数、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ＣＰＩ 和生产者价格指数 ＰＰＩ 指标给出的信息没有

特别明确的变化趋势。 结合图 １ 中产出指标的趋势, 可以得出, 中国经济增长出现的剧烈转变并不是

周期性的, 而是长期的趋势性变化。
２. 经济结构变迁

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长期性变化往往与结构因素有关, 从农业向非农产业的转变和资源在广义

部门之间的再配置过程会深刻影响发展中国家长期增长, 进而出现结构性加速、 结构性减速等特有现

象。① 图 ２ 展示了 ２０００ 年以来中国经济非农化进程中的结构性转变, 特别是从以工业、 第二产业为

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 转向以第三产业 (服务业) 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 (１) ２０００—２００９ 年第二

产业和工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超过第三产业。 虽然工业、 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增速都在

１１. ２％左右, 但是工业、 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平均拉动作用分别为 ４. ６９、 ５. ３３ 和 ４.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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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百分点, 第二产业远远超过第三产业, 表明中国正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 从发达国家经验来看,
这一时期往往伴随着快速的资本深化, 基本特征是高投资、 高能耗。 (２) 伴随着中国经济增长减速,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 年工业、 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年均增速分别下降到 ７. ４６％、 ７. ５１％和 ８. ４１％, 第三产

业 (服务业) 的增速超过工业和第二产业 １ 个百分点。 如果用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来衡量, 则工

业、 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拉动作用分别为 ２. ８８、 ３. ４１ 和 ３. ９５ 个百分点, 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低

于服务业 １ 个百分点以上, 表明中国正在进入服务业主导经济发展的新阶段。 (３) 进入 ２０２０ 年以后

的疫情和后疫情阶段, 工业年均增速下降到 ４. ９１％, 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下降到 ４. ６１％和 ４. ８１％。
工业增速超过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增速的原因是疫情期间各国不同防疫模式的影响。 在国外工业生产

普遍受到大规模冲击的情况下, 中国工业率先恢复并获得进一步成长。 但是这样一个由防疫政策差别

造成的工业更快成长是不可持续的, 随着全球经济恢复常态, 中国也将恢复到服务业主导经济发展的

阶段。 各行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从侧面证实了这一点, 尽管 ２０２０—２０２３ 年中国工业获得了超常

增长, 但是工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为年均 １. ５６ 个百分点, 低于第二产业的 １. ７６ 个百分点, 更低

于第三产业 １ 个百分点以上。 (４) 基于上述的产业结构转型分析, 可以看出中国已经度过工业主导

经济发展的工业化中期阶段, 进入服务业主导经济发展的新阶段。 随着全球经济在疫情后重新恢复常

态, 中国经济增长由服务业主导的特征会更加明确。

　 　 　 图 ２　 中国经济增长的结构性转变: 产业视角

说明: 数据来自 Ｗｉｎｄ 金融咨询终端, 原始数据全部来自国家统计局, 数据时间为 ２０００—２０２３ 年。

３. 中国经济增长的外部视角和相对表现

随着中国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经济受到的国际影响也越来越大。 ２０１０ 年以来, 随着

贸易摩擦、 局部战争的爆发和大国竞争升级, 国际因素对判断中国经济增长状态的重要性也越发凸

显。 图 ３ 将中国经济增长状况放在全球经济增长的背景下进行对比。
(１) 无论采用 ＧＤＰ 还是人均 ＧＤＰ 指标, 中国经济增速都高于全球经济增速, 但二者之间的差距

趋于缩小。 ２０００—２００９ 年中国 ＧＤＰ 增速与全球 ＧＤＰ 增速的差距年均值为 ７. ３６％,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 下降

为 ４. ５３％, 人均 ＧＤＰ 年均增速差距则从 ７. ９９％下降为 ５. １３％, 两个指标都下降了将近 ３ 个百分点,
２０２０—２０２２ 年中国和全球 ＧＤＰ 增速、 人均 ＧＤＰ 增速年均值差距进一步缩小为 ２. ４７％和 ３. ２６％。 在中

国经济增速最高的 ２００７ 年, 中国 ＧＤＰ 和人均 ＧＤＰ 增速分别为 １４. ２％和 １３. ６％, 此时全球经济增速

和全球人均 ＧＤＰ 增速分别为 ４. ３８％和 ３. ０９％, 低于 ２０２１ 年从疫情中恢复的 ６. ２３％和 ５. ３１％, ２０１０
年的 ４. ５３％和 ３. ２６％, ２００４ 年的 ４. ４７％和 ３. １６％, ２０００ 年的 ４. ５３％和 ３. １３％, 以及 ２００６ 年的

４. ４４％和 ３. １４％。 在全球经济负增长的 ２０２０ 年 (全球 ＧＤＰ 和人均 ＧＤＰ 增速分别为 － ３. ０６％和 －
４. ０３％), 中国 ＧＤＰ 和人均 ＧＤＰ 增速分别为 ２. ２４％和 ２. ００％, 也是 ２０００ 年以来的最低值。 但是在全

球经济同样负增长的 ２００９ 年 (全球 ＧＤＰ 和人均 ＧＤＰ 增速分别为－１. ３６％和－２. ５７％), 中国 ＧＤＰ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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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 ＧＤＰ 增速分别高达 ９. ４０％和 ８. ８６％。

　 　 　 图 ３　 中国经济增长变迁的国际视角: 不同收入组对比

　 　 说明: 数据来自 Ｗｉｎｄ 金融咨询终端, 原始数据全部来自世界银行, 数据期限为 ２０００—２０２２ 年。

(２) 中国经济增速也完全高于各个收入组的经济增速, 但是与中高等收入经济体的差距似乎在

不断缩小, 主要是因为 ２０１０ 年以后高收入国家并没有遇到低收入国家、 中等收入国家的增长减速问

题。 从数据来看, ２０００—２００９ 年低收入、 中等收入和高收入经济体 ＧＤＰ 年均增速分别为 ５. ０９％、
６. １３％和 １. ８８％,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 年则演化为 ２. １５％、 ５. ３２％和 ２. ０６％, 疫情后分别下降为 １. ７６％、
３. ２０％和 １. ４１％, 高收入国家增速较为稳定, 这也是高收入国家人类发展指数迅速恢复、 世界走向极

化的重要原因。① 在人均 ＧＤＰ 方面, 中国所在的中等收入经济体年均增速最高, ２０００—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 年、 ２０２０—２０２２ 年分别为 ４. ８０％、 ４. １０％和 ２. ３５％, 远高于同期高收入经济体的 １. １８％、
１. ５３％和 １. ２１％, 以及低收入经济体的 ２. １１％、 －０. ５５％和－０. ９６％。 高收入经济体的人均 ＧＤＰ 增速

最稳定, 低收入经济体的人均 ＧＤＰ 增速的稳定性最差。 ２０００—２００９ 年中国与低收入、 中等收入和高

收入经济体 ＧＤＰ 增速均值差距分别为 ５. ２４％、 ４. ２２％ 和 ８. ４７％, 到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 年分别演化为

５. ５３％、 ２. ３６％和 ５. ６１％, ２０２０—２０２２ 年分别下降到 ２. ８０％、 １. ３６％和 ３. １５％。 人均 ＧＤＰ 增速差距

也经历了类似趋势, 不再赘述。
(３) 在分析中国与不同收入组经济体经济增速差距变化的基础上, 图 ４ 进一步展示了中国与美

国、 欧盟两大经济体之间的增速差距及其演化趋势。 ２０００—２０１９ 年美国 ＧＤＰ 增速最高值是 ２０００ 年的

４. １０％, 当年人均 ＧＤＰ 增速达到了 ２. ９３％; 最低值是 ２００９ 年的－２. ６０％, 当年人均 ＧＤＰ 增速为－
３. ４５％。 ２０００—２００９ 年美国 ＧＤＰ 年均增速为 １. ９２％, 人均 ＧＤＰ 增速年均值为 ０. ９６％, 只有 ＧＤＰ 年

均增速的一半;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 年美国 ＧＤＰ 年均增速为 ２. ３９％, 人均 ＧＤＰ 增速是 １. ５６％。 就中美 ＧＤＰ
增速差距而言, 最大值是 ２００７ 年的 １２. ５９％和 ２００９ 年的 １２. ３１％, 最小值是 ２０１８ 年 ３. ８５％和 ２０１９ 年

的 ３. ７５％; 差距年均值从 ２０００—２００９ 年的 ８. ７３％下降到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 年的 ５. ５２％和 ２０２０—２０２２ 年的

３. ２４％, 不断缩小; 中美人均 ＧＤＰ 增速差距从 ２０００—２００９ 年的 ８. ４３％ 下降到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 年的

５. ２９％和 ２０２０—２０２２ 年的 ２. ７３％, 也在不断缩小。 欧盟 ＧＤＰ 增速最高值是 ２０００ 年的 ４. ０１％, 最低

值是 ２００９ 年的－４. ３８％, 年份和美国完全一致; 这两个年份的人均 ＧＤＰ 增速达到了最高值 ３. ７８％和

最低值－４. ５７％; 年均 ＧＤＰ 增速从 ２０００—２００９ 年的 １. ７７％下降到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 年的 １. ７５％和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２ 年的 １. ３２％, 出现增速下降的趋势。 中欧 ＧＤＰ 增速差距的最大值在 ２００９ 年达到 １３. ３％, 最小

值是 ２０１７ 年的 ３. ６２％; 年均增速差距从 ２０００—２００９ 年的 ８. ４１％下降到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 年的 ５. ６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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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２０２２ 年的 ３. １８％, 差距也在不断缩小; 中欧人均 ＧＤＰ 增速差距从 ２０００—２００９ 年的 ８. ５８％下降

到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 年的 ５. ９３％和 ２０２０—２０２２ 年的 ３. ２４％, 同样也在不断缩小。

　 　 　 图 ４　 中国经济增长变迁的国际视角: 中国、 美国与欧盟对比

说明: 数据来自 Ｗｉｎｄ 金融咨询终端, 原始数据全部来自世界银行, 数据期限为 ２０００—２０２３ 年。

(４) 以上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外部环境情况, 可以看到: 虽然中国经济增速 (ＧＤＰ 增速和人

均 ＧＤＰ 增速) 始终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不同收入组和主要发达国家的增速, 但是随着中国融入全球

经济程度的加深, 保持 “一枝独秀” 的难度越来越大。 经济增速下滑、 与外部世界的经济增长差距

不断缩小似乎已经成为必然。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向高收入国家靠近, ＧＤＰ 增速和人均 ＧＤＰ 增速

似乎也在向高收入国家、 美欧等发达经济体 “看齐”。 从经济增长和收敛的角度出发, 这毫无疑问导

致中国追赶发达国家速度的下降。 中国的经济赶超和长期增长依然是可持续的吗?
本文将对此给出分析框架。 从制度与经济增长的经典文献出发, 通过把 １９７８ 年以来的改革划分

为经济体制改革和全面深化改革两个阶段, 聚焦国家治理十年来的顶层设计改革及其对市场动力的影

响, 分析中国经济增长动力重塑的前景和政策措施。 本文认为, 国家治理顶层设计的制度参数更深,
向市场主体传导的周期长, 促进增长的效果还没有完全显现。 随着全面深化改革在市场层面措施的强

化, 中国经济将迎来新一轮改革红利。

二、 文献: 制度与经济增长

　 　 从时间对应性上来讲, 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可能取决于一系列 “慢变量”。 在对经济增长进行理

论探源的过程中, 学者逐步将经济增长归因于地理因素、 文化因素、 运气因素和制度因素等。 从地理

角度看, 全球发达经济体集中在北回归线附近, 美国的经济中心在东西海岸;① 从文化角度看, 韦伯

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强调被学者奉为经典, 近期有文献也开始关注中国经济增长背后的儒家

文化;② 从运气角度看, 有文献认为工业革命的出现就是一个偶然事件, 大推动理论强调, 同时具备

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基础设施, 才能实现各产业部门的协同效应, 但这基本上也是偶然事件;③ 更多的

学者关注制度因素,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制度因素是可以通过集体行动来改变和塑造的公共因素, 是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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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政府通过努力可以实现的目标。
制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集中体现了从事经济史研究和经济增长研究的学者们的智慧。 诺斯和

托马斯论述了工业革命之前 “有效率的经济组织” 和所有权制度对西方崛起所起的关键作用,① 熊彼

特强调了创新活动背后的金融支持和有效的金融制度,② 希克斯强调资本市场制度与西欧崛起密切相

关,③ 肯尼迪认为公债制度实现了强大金融和强权政治之间的联合,④ 弗格森强调了英国制度创新矩

阵的作用, 即文官制度、 议会制度、 国债制度和中央银行体系等。⑤ 上述研究都从不同侧面论证了制

度因素对工业革命后欧洲崛起的重要作用。
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制度因素的代表性研究有: 林毅夫等论证了比较优势战略对改革开放后经济

增长的作用;⑥ 钱颖一的研究突出了保护市场的联邦主义 (中国一种特殊的分权形式) 的作用;⑦ 戴

慕珍等认为财政承包制改革形成了地方政府的公司制模式和地方法团主义;⑧ 布兰查德和施莱佛等强

调政治集权是导致中国和俄罗斯转轨绩效存在差距的重要原因;⑨ 张晓波认为政治集权和财政分权同

时造就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地方发展差距;�I0 傅勇和王永钦等将政治集权和财政分权统称为 “中国式

分权”;�I1 周黎安强调官员选拔制度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I2 陶然等特别关注了土地制度和土地

市场对中国工业化的推动作用;�I3 张五常认为理解中国经济模式的关键在于理解县域竞争;�I4 郑永年

和黄彦杰认为中国经济崛起的背后是 “制内市场” 型的政治经济体制。�I5
相对于制度经济学在全球范围内的巨大影响而言, 关于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证据和实证研究总

体上是脆弱的, 这可能是因为制度并不容易度量。 目前全世界范围内可证伪的、 具有高度显著性的制

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集中于研究市场制度, 典型的是关于法律体系和资

本市场表现的文献。 它们大多从私有产权制度等微观视角开展实证研究, 开创者是 ＬａＰｏｒｔａ 等。 这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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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把全世界划分为不同的法律起源, 研究法律起源对资本市场、 经济增长的不同影响。① 第二类研

究政治制度和国家制度等公共制度, 重点关注国家制度、 政治制度对经济增长和长期发展的影响

(往往采用城市化率等发展指标的替代变量来解决长期增长指标缺失的问题), 强调议会制民主、 包

容性政治制度、 开放性社会秩序等的作用。 这类经济学文献很大程度上立足于对宏观制度的单一维度

简单二分法, 忽视了制度体系的内在联系和复杂性, 如以政治制度最常见的 “民主＋” 分类方式

( “民主与独裁” “民主与专制” “民主与威权” 等) 来证明某种政治制度在经济增长中总是具有优势

的。② 总体来看, 第一类文献的实证色彩更浓, 第二类文献更加侧重理论阐释, 实证的科学程度比第

一类弱, 相关结论的争议也较大, 同时由于公共制度的变量往往包含了价值观色彩, 所以具有较强的

叙事性, 不经意间展示出 “历史终结” 的味道。
奥格尔维和卡勒斯在 «经济增长手册» 上关于制度与增长的综述性文章, 试图把这两种制

度———市场制度和公共制度———放在统一的制度体系框架之中, 认为上述关于制度与增长研究的很多

观点并没有充分的历史证据。 他们主推制度的连续视角和系统视角, 否定对制度进行简单分类的方法

和简单结论, 例如认为产权制度不比契约制度更加重要。 奥格尔维和卡勒斯总结了八条经验教训:
(１) 公共制度对于市场运行必不可少; (２) 强大的议会并不能保证经济成功; (３) 关键在于普遍制

度与特殊制度的差异; (４) 产权制度与契约制度缺一不可; (５) 普遍产权比特殊产权更有利于经济

增长; (６) 私有产权的安全性是一个程度问题; (７) 任何制度都处在一个更广泛的制度体系之中;
(８) 分配冲突至关重要。 这些经验符合很多经典文献的结论, 也澄清了类似 “只要建构某种特定的

政治制度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问题” 的关于制度的误解。
尽管政治经济学对政治制度的分类非常简单, 但现实世界是复杂、 综合的, 远远超过了单一制度的

分析范式所暗含的复杂性。 已有的制度指数往往通过增加维度来显示制度的复杂性, 例如国际国别风险

指南 (ＩＣＲＧ) 的制度分类就包括了官僚质量、 腐败控制、 法律秩序和民主责任四大类, 而世界银行主

导的世界治理指数 ＷＧＩ 包含了五大类因素: 政治稳定、 政府效能、 管制质量、 法治程度和腐败控制。
尽管如此, 比起现实世界的制度, 这种分类依然是高度简化的。 制度复杂性在很大程度上对应着相同的

制度在不同国家不同发展阶段对经济发展可能起完全不同的作用。 我们必须从更广泛的视野中去观察、
分析制度体系, 特别是把制度作为一个连续、 系统的整体来研究制度改革对经济发展的可能影响, 跳出

仅仅关注某一个维度或者某个简单二分法的逻辑。 因为逻辑会产生间断点, 但真实的历史从不间断。
由于中国的实际经济表现与制度理论的预测存在明显的反差, 因此, 中国制度质量和经济增长之

间的关系一直是一个谜题。 以营商环境为例, 按照世界银行的 «营商环境报告» (Ｄｏｉｎｇ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中国的营商环境得分很低, 排名长期落后, 无论如何也不能对应四十多年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 例如

按照 ２０１４ 年的数据, 中国在 １８９ 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在第 ９６ 位, 与伊拉克和刚果接近,③ 理论上根本

不能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接近 １０％的 ＧＤＰ 增速相匹配。
从更广的视角来看, 中国的制度和治理指数与经济表现之间的反差, 并不仅仅因为中国制度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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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 ,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Ｄｏｅｓ Ｃａｕｓ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Ｖｏｌ. １２７, Ｎｏ. １, ２０１９, ｐｐ. ４７－１００.

Ｃｈｏｎｇ－Ｅｎ Ｂａｉ, Ｃｈａｎｇ－Ｔａｉ Ｈｓｉｅｈ, Ｚｈｅｎｇ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Ｓｏｎｇ,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Ｄｅａｌｓ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ＮＢＥＲ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Ｓｅｒｉｅｓ,
２０１９; 付敏杰、 张平: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的经济增长: 一种政治经济学探索», «经济研究» ２０２２ 年第 ７ 期。



殊性, 而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反差情况的一种写照。 例如上述中国营商环境排名与经济增长表现

之间的反差, 可能符合发展中国家广泛存在的 “交易胜过规则” 情况。 霍尔沃德和普里切特对世界

银行 «营商环境报告» 和企业调查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Ｓｕｒｖｅｙｓ) 进行了大范围对比研究 (前者的数据由机构

专家按照规律规则、 假设完全合规而进行理论推导得到, 后者由企业自行汇报), 发现报告中完成相

关流程 (如获取许可证、 进口货物等) 的时间跨度与成本数据, 与各国企业实际汇报数据相比差别

巨大。① 这一差别在非 ＯＥＣＤ 国家表现如下: (１) 二者的国内差别是国家间差别的两倍以上; (２)
企业调查的时间跨度比 «营商环境报告» 的时间跨度小, 例如 «营商环境报告» 中企业平均获取建

筑许可证天数的中位数是 １７７ 天 (委内瑞拉和津巴布韦分别是 ３８０ 天和 ５６６ 天), 企业调查中位数为

３０ 天 (委内瑞拉和津巴布韦都是 ３０ 天); (３) 企业调查数据与营商环境中的理论数据不相关; (４)
«营商环境报告» 数据变化与企业调查的实际数据变化不强相关。 这些意味着法律规则对于发展中国

家的现实状况描述极弱, 针对发展中国家的营商环境调查数据都可能存在严重偏差。
其他制度指数也存在类似问题。 例如, 在贝斯利和佩尔森的 “繁荣支柱指数” 中, 中国在进入

指数排名的 １５０ 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在第 ６７ 位 (得分 ０. ６０７), 但按照模型的预测排名应为第 １２０。 尽

管采用的是 ２０００ 年左右的数据, 远远落后于今天的中国发展水平, 但是预测也是失误的。 由此, 贝

斯利和佩尔森认为, 这一差异代表难以直接套用此书的理论。 从更大的研究范围来看, 世界范围内的

预测误差也主要来自发展中国家,② 特别是南亚国家的预测指数普遍比实际指数要高, 而拉丁美洲国

家恰恰相反。
我们认为, 专家作为外部参与者, 与作为企业家的内部参与者存在认知偏差。 因为机构学者或顾

问专家在评判某项领域的时候, 心里必须先验存在一个 “坐标系”, 否则便不能设计指标体系并进行

评分。 他们还必须存有无偏向的价值中立特征, 即不能有宗教信仰和皈依者狂热、 不能接受特定国家

的高等教育、 不能有特定价值取向的企业文化。 从实际结果来看, 这个 “坐标系” 又往往是以教材

或发达国家制度、 经验为基础的, 暗含了一个 “制度收敛” 的假设, 即所有国家在经济发展的过程

中, 制度和治理都会向某个国家的制度基准或者某种治理模式靠拢。 一旦遇到不向基准收敛的国家和

经济体, “坐标系” 就可能失灵, 从而导致专家学者的 “外部判断” 与企业家的 “内部判断” 出现

永久性偏差, 甚至出现方向性错误。 因为制度对内部参与者形成的约束往往是潜在不可观测的, 我们

只能看到约束基础上形成的均衡结果。

三、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改革的历史视角

　 　 制度建设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工作的重中之重。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 “要把制度建设摆

在突出位置”, “制度” 一词在报告中出现了 １０２ 次。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指出:
“新时代改革开放具有许多新的内涵和特点, 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制度建设分量更重, 改革更多面

对的是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 对改革顶层设计的要求更高, 对改革的系统性、 整体性、 协同性要求更

强, 相应地建章立制、 构建体系的任务更重。”③

６８ 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２４ 年第 １２ 期·宏观经济治理

①

②

③

Ｍａｒｙ Ｈａｌｌｗａｒｄ－Ｄｒｉｅｍｅｉｅｒ, Ｌａｎｔ Ｐｒｉｔｃｈｅｔｔ, “Ｈｏｗ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Ｉｓ Ｄｏｎｅ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ａｌｓ ｖｅｒｓｕｓ Ｒｕｌ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Ｖｏｌ. ２９, Ｎｏ. ３, ２０１５, ｐｐ. １２１－１４０.

预测最差 (相差 ５０ 位以上) 的国家依次是: 印度、 缅甸、 埃塞俄比亚、 布隆迪、 柬埔寨、 菲律宾、 斯里兰卡、 越南、 土耳

其、 中国; 预测过度 (相差 ５０ 位以上) 的国家依次是: 科特迪瓦、 加纳、 尼日利亚、 加蓬、 墨西哥、 科威特、 阿曼、 哈萨克斯坦、
新加坡, 其中新加坡是唯一的发达经济体。 参见蒂莫西·贝斯利、 托斯滕·佩尔森: «繁荣的支柱: 发展集群的政治经济学», 付敏

杰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２２ 年。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中华人民共

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ｚｈｅｎｇｃｅ / ２０１９－１１ / ０５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５４４９０２３. ｈｔｍ? ｄｉｄ ＝ｕａ７ｂｋｈ５ｏｆ７ｏｖｓ５７ｅｖｏｘｇｄｉｚ８２ｖｌｓ。



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改革上,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

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提出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由此推动的新一轮中国制度建设的影响是持久而全面的。 党

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更是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了与 ２０５０ 年全面建

设现代化强国并行的 “两步走” 战略, 即到 ２０３５ 年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到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年时, 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

加巩固、 优越性充分展现。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根本制度、 基

本制度、 重要制度的诠释,①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 制度竞争是国家

间最根本的竞争。 制度稳则国家稳”②。
无论从经济学之外的视角来看, 还是从中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来看, 中

国的国家制度改革都不向特定发达国家的改革模式收敛。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 充分发挥中国社

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 积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 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 党的十九届

四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强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

制度体系, 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③
为了分析国家治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我们把 １９７８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划分为两

个阶段: 经济体制改革阶段和全面深化改革阶段, 分界线是 ２０１３ 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④ 研究国

家治理和机构改革的学者大多同意按此分界。⑤ 在两阶段分界的研究中, 高培勇提出党的十八届三中

全会后的财税体制改革正在经历从 “适应经济体制” 到 “匹配国家治理体系” 的转变。⑥ 财政是国

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 财税 “覆盖全部、 牵动大部”, 财政体制改革涉及所有政府部门运行逻辑

的调整, 从而成为理解中国改革与发展的重要切口。 我们将这种思路进行了拓展, 从财税体制拓展到

整体改革方式, 这样经济体制改革阶段就不是适应市场经济体制, 而是政府规则主动适应市场经济,
特别是市场主体和市场规则, 即市场化改革。

７８国家治理十年: 从顶层设计到市场动力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提出了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 在中国特色化社会主义制度谱系中, 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制度和全面领导制度是我们党

和国家的根本领导制度;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根本政治制度; 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制度是根本文化制度; 共建共

治共享是根本社会治理制度; 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根本军事制度; 政治领域中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民族区域

自治制度、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基本政治制度; 经济领域中以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 按劳分配为主体、 多种分配方

式并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是基本经济制度; 重要制度包括经济体制、 政治体制、 文化体制、 社会体制、 生态文明体制、 法

治体系、 党的建设制度等方面。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 ２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２３ 年, 第 ２７７ 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ｚｈｅｎｇｃｅ / ２０１９－１１ / ０５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５４４９０２３. ｈｔｍ? ｄｉｄ ＝ｕａ７ｂｋｈ５ｏｆ７ｏｖｓ５７ｅｖｏｘｇ

ｄｉｚ８２ｖｌｓ。
付敏杰、 张平: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的经济增长: 一种政治经济学探索», «经济研究» ２０２２ 年第 ７ 期。
１９７８—２０２３ 年中国共进行了 ９ 次政府改革, 分别发生在 １９８２ 年、 １９８８ 年、 １９９３ 年、 １９９８ 年、 ２００３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８ 年和 ２０２３ 年, 五年一个周期, 与党政机构换届紧密相关。 改革都是从国务院机构改革开始, 然后推动地方政府机构改革, 这种

从上到下的改革推进路径与中国实行单一制直接相关。 有些文献把 ２００３ 年作为第二分界点, 强调 ２００３ 年之前主要是精简政府机构,
２００３ 年以后主要是政府职能转变。 还有文献进行了更详细的划分。 参见赵宇峰: «政府改革与国家治理: 周期性政府机构改革的中国

逻辑———基于对八次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考察分析», «复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０ 年第 ２ 期; 左然、 左源: «４０ 年来我国机构

改革的经验和启示», «中国行政管理» ２０１８ 年第 ９ 期; 沈荣华: «我国政府机构改革 ４０ 年的启示和新趋向», «行政管理改革» 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０ 期; 孙涛、 张怡梦: «从转变政府职能到绩效导向的服务型政府———基于改革开放以来机构改革文本的分析» «南开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８ 年第 ６ 期。

高培勇: «由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到匹配国家治理体系———关于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基本取向的讨论», «财贸经济» ２０１４ 年

第 ３ 期; 高培勇: «中国财税改革 ４０ 年: 基本轨迹、 基本经验和基本规律», «经济研究» ２０１８ 年第 ３ 期。



１. 改革方向: 从 “市场化” 到 “现代化”
世界各国都在进行大量的制度改革, 大部分改革都集中在政府换届带来的政治力量重塑的关键节

点。 在很大程度上, 制度改革只是一个工具, 重要的是改革所要达到的目标, 这直接决定了改革对不同

部门、 不同群体利益格局的影响, 进而决定了短期和长期增长的绩效。 前面把 １９７８ 年以来中国的改革

进程划分为经济体制改革和全面深化改革两个阶段, 是为了分析两个阶段不同的改革目标和改革路径。
(１) 在 ２０１３ 年以前的经济体制改革阶段, 改革的方向是市场化, 改革目标是适应市场经济发

展、 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推进市场化最重要的方式是推进个体经济、 集体经济、 民营经济、 外资经济

的快速成长, 在国有企业中引入市场化经营机制和产权制度改革中的民营化转型机制,① 以及由于国

有企业改革 “抓大放小”、 国有经济战略性重组而造成的 “国退民进”。 在这一时期, 国有企业数量

不断减少, 国有经济的比重不断下降, 国民经济劳动生产率、 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升, 外国直接投资

和对外贸易快速增加, 人均 ＧＤＰ 年均增速接近 １０％。 沿海沿边开放城市快速成型, 开发区、 工业园

区、 经济特区等连续涌现, 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 总体而言, 经济体制改革是以市场化为基

本改革方向, 以市场制度改革和完善为先导, 以政府功能转变为补充, 具有明显的适应性特征, 主要

是改掉市场领域和部分行政领域中与市场基础不能适应的部分。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 这种制度改革具

有典型的需求导向特征, 通过改掉制约市场部门发展的直接约束条件, 更好地促进市场部门增长。 从

改革分类来看, 这种改革的工具性质很强、 价值属性很弱, 改革的进程是且行且改, “摸着石头过

河”, 缺乏对改革过程的总体性设计。
(２) 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是现代化。 以现代化为导向的改革, 必然要求政府与市场共同发展,

毫不动摇支持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发展, 不可能再出现大范围的国有企业民营化。 全面深化改革的核

心任务, 是以顶层设计方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 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又是中国全面建设现代化强国、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

载体。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８ 年和 ２０２３ 年开展了三轮大的机构改革, 涉及市场和经济方面的内容少, 更多内

容是关于政治、 社会、 文化、 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 关于市场化的内容,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

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明确提出 “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 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

和市场的关系,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经济体制只是推进 “五位

一体” 国家治理的一个部分, 机构改革以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为统领, 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为导向, 以推进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优化协同高效为着力点。② 全面深化改革坚持了系统观念, 统

筹推进 “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 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 比经济体制改革阶段主要集中于

经济领域要宽泛得多。 在经济领域中, 对于 “新发展理念” 以及高质量发展、 绿色低碳、 共同富裕

等主题的强调, 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经济新动能的形成。 从改革分类来看, 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

计特征决定了其可以体现更深层次的价值特征, 特别要体现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具有较强的政

府供给驱动和主动性变革特征。
２. 改革目标: 从适应市场经济到匹配国家治理

把 １９７８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进程划分为两个阶段———经济体制改革阶段和全面深化改

革阶段———的一个非常重要意义是, 辨识中国改革总体上经历了从 “适应市场经济体制” 到 “匹配

国家治理体系” 的转变。 已有文献和成果显示:
(１) 在经济体制改革阶段, 核心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主要内容是改变计划经济时期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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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张卓元: «中国经济改革的两条主线»,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１ 期; 李晓西: «中国经济改革 ３０ 年: 市场化进程卷»,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

参见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ｚｈｅｎｇｃｅ / ２０１８－
０３ / ０４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５２７０７０４. ｈｔｍ。



的政府管理体制和转变政府职能, 改革方式在 ２００３ 年以前是 “精简机构”, ２００３ 年以后是 “转变职

能”, 改革方向是与国际通行的政府职能接轨。 具体来说, 这一时期机构改革的典型方式是 “做减

法”, 主要思路是通过机构改革来撤销和合并各级政府部门中的专门经济管理部门和综合机构中的专

业机构, 这一点在 １９９２ 年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更加清晰。 国务院部门数由 １９９２ 年的 ８６ 个

减少到 ２００３ 年的 ５１ 个, 其中经济管理部门从 ５０ 个减少到 ７ 个; １９９８ 年国务院部门减少了 ２１ 个, 经

济管理部门减少了 ９ 个。① 从当时的经济形势来看, 这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全国财力下降和中央财力不

足的影响, 究其根源是传统的以国有企业为主要税基的财税制度还不能完全适应快速发展的市场经

济。 在市场制度改革方面, 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环节, 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现代企业制

度, 与国际通行的企业制度接轨, 强调国有企业的一般市场主体特征。② 例如, １９９３ 年 «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 第一条直接阐释了立法目的是 “为了适应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需要”③。 ２００３ 年以

后, 国家财力逐步充实、 两个比重不断提高,④ 政府改革开始进入 “转变职能” 和功能完善阶段, 更

加聚焦服务型政府建设, 社会管理、 公共服务和民生保障功能明显增强。
(２) 在全面深化改革阶段, 改革的目标是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为全面建

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制度保障。 在推进国家治理的十年中, 国务院政府部门数量和政府职能总

体稳定, 改革措施主要是组建国家数据局、 退役军人事务部、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撤并计生委和

国家旅游局。 真正的革命性转变不是减少国务院组成部门和调整以国务院部门为核心的政府职能部

门, 而是改革政府的管理方式和管理政府的方式, 即纵向权力体系改革。 政府管理方式改革集中于简

政放权、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商事制度改革。 反腐败力度和约束型制度建设的速度前所未有, 条条制

度红线严格约束政府、 机构和官员的行为, 深刻调整了政党、 政府、 市场、 社会之间的行为边界和权

责边界。 改革管理政府的方式主要是通过加强党的机构建设实现的。 ２０１８ 年以后机构改革重点从政

府改革转向建立完善党的机构和建立健全党全面领导的体制。⑤ 全面深化改革以来, 党政融合程度大

大提高, 形成了更加清晰的党政复兴型治理结构, 纵向延伸的政府体系成为党战略决策的实施体系和

执行主体。⑥ 在党的十九大确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之中, “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第一大优势, 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

质的特征,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 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⑦ 通过党的机构改革和党

政关系调整, 尤其在 “党的领导力、 政府执行力、 武装力量战斗力、 群团组织活力” 四个维度上发

力, 系统性、 整体性地坚持和加强了党的领导的整体逻辑。 在国家机构的改革中, 党的领导力空前加

强, 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机构职能体系更加健全, 党和国家机构履职更加顺畅高效。 如新组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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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据 １９９８ 年的机构改革方案, 国务院撤销的工业经济专业管理部门有电力工业部、 煤炭工业部、 冶金工业部、 机械工业部、
电子工业部、 化学工业部、 地质矿产部、 林业部、 中国轻工业总会、 中国纺织总会。 参见黄小勇: «机构改革的历程及其内在逻辑»,
«行政管理改革» ２０１８ 年第 ５ 期。

付敏杰: «国有企业作为 “特殊市场主体”: 事实、 理论与政策», «河北学刊» ２０２４ 年第 １ 期。
１９９３ 年通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第一条是: “为了适应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需要, 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 保护公

司、 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维护社会经济秩序, 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根据宪法, 制定本法。”
两个比重即财政收入占 ＧＤＰ 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 关于分税制改革和两个比重变化情况, 参见付

敏杰: «分税制二十年: 演进脉络与改革方向», «社会学研究» ２０１６ 年第 ５ 期。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对党和国家组织结构和管理体制的一次系统性、 整体性重构。 我们整体性推

进中央和地方各级各类机构改革, 重构性健全党的领导体系、 政府治理体系、 武装力量体系、 群团工作体系, 系统性增强党的领导

力、 政府执行力、 武装力量战斗力、 群团组织活力, 适应新时代要求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主体框架初步建立, 为完善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有力组织保障”。 参见 «习近平出席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总结会

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１９－０７ / ０５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５４０６６０６. ｈｔｍ。
王浦劬、 汤彬: «当代中国治理的党政结构与功能机制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１９ 年第 ９ 期。
参见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中华

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ｚｈｅｎｇｃｅ / ２０１９－１１ / ０５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５４４９０２３. ｈｔｍ? ｄｉｄ ＝ｕａ７ｂｋｈ５ｏｆ７ｏｖｓ５７ｅｖｏｘｇｄｉｚ８２ｖｌｓ。



一系列党的决策机构、 咨询议事机构和工作机构: ２０１８ 年新组建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 中央审

计委员会、 中央和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

组、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 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升级为委员会; ２０２３ 年新组建中央金融委员会和中

央金融工作委员会、 中央科技委员会、 中央社会工作部和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 在市场制度层面, 行

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深化以及简政放权、 商事制度改革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制度竞争力和营商环境排

名, 市场主体的快速成长见证了中国经济展现的新活力。 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 新时代全面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 在改革方向上更强调国有企业的中国特色。
作为国有企业改革和约束所有市场主体的基础性法律,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新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 立法目的之一是 “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 在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上更突出中国特色, 把

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①

四、 从顶层设计到增长动力重塑: 政府与市场

　 　 全面深化改革的十年, 中国经济从高速度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随着经济增速的长期调

整, 如何增强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内生动力就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首要问题。 十年来全面深化改革、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改革的目标, 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让中国经济从一个 “短跑选手” 转变

成 “长跑选手”, 从政府直接推动的粗放型高速度增长模式成功转向市场主体驱动、 更加均衡可持续的

高质量发展模式。 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的全面贯彻落实, 将重塑中国经济新

动能。 在这一转换过程中, 一系列的改革和发展措施都将深刻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和前景。
１. 发展阶段转变和国家工作重心调整带来的发展战略和资源配置方式转变

从经济体制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 虽然中国一直强调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经济

建设依然是中心任务, 但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和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 中国经历了

从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到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的历史性跨越和从 “发展

是硬道理” 到 “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 的发展观念、 发展模式的转变。 从经济发展水平来

看, 中国正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迈入高收入国家门槛。 新时代、 新矛盾、 新理念、 新格局、 新阶

段、 新征程, 必然带来党和国家工作重心和工作方式的全新变化。 从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来看, 党领

导下的公共部门将更加聚焦 “有为政府” 建设和公共资源配置, 强化行政问责、 增强社会响应, 更

加聚焦满足新时代人民群众对公平、 正义、 民主、 法治、 安全、 环境的需求以及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可以用财政资金数据分析公共资源配置的巨变。 尽管全面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伴随着服务业营改

增、 深化增值税改革等一系列涉及面非常大的税制改革措施, 但是中国的宏观税负变化并不大, 税收

收入占 ＧＤＰ 的比重从 ２０１２ 年的 １８. ６８％和 ２０１３ 年的 １８. ６４％下降到 ２０２３ 年的 １４. ３７％; 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中的地方收入比重从 ２０１２ 年的 ４７. ９１％下降到 ２０２２ 年的 ４６. ５８％, 十年间几乎没有变化。 但是

在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方面, 以竞争性项目和市场效率为导向的专项转移支付从 ２０１２ 年的 ４６. ６７％下

降到 ２０２３ 年的 ７. ８８％, 总规模下降了 １. ０５ 万亿元左右; 以区域财力均衡为目标的一般性转移支付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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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修订后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第一条是: “为了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 保护公司、 股东、 职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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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从 ２０１２ 年的 ５３. ３３％上升到 ２０２３ 年的 ８４. ５８％, 总资金规模增加了 ６. ４ 万亿元左右。① 如此巨大的

公共资金结构调整, 必然会影响公共资源配置方式和配置效率。
对于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问题是, 新时代中国特色的 “有为政府” 将如何影响 “有效市场”? 新

公共资源配置方式会如何影响市场部门在配置资源中 “决定性作用” 发挥的范围和深度? 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以来形成的、 在经济体制改革阶段有所深化的政府直接配置生产资源的经济增长模式, 应

当按照什么样的最优实践路径、 在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不断强化的大国竞争关系

和国家对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强调, 会如何影响公共资源和市场资源的宏观配置结构和配置模式, 如何

影响市场主体的行为? 新型举国体制该如何区分政府与市场边界、 公共与私人边界? 这些问题的不同

解决方式会直接影响新时代中国经济的增速和新动能的形成。
２. 新组建机构对市场运行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尚未完全显现

全面深化改革阶段中国成立了很多新部门, 全面推进党的建设。 在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体系之中, “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第一大优势, 党的集中统一领

导制度和全面领导制度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领导制度, 位居各项制度之首, 是根本之根本。 经过三轮

大的党政机构改革, 党全面领导国家的体制不断成熟, 党全面领导国家发展的新模式正在形成。 在党政

关系更加和谐、 党政协作更加顺畅的同时, 党领导经济建设的体制也在悄然变化。 从机构组织方式来

看, 新组建的大量党的机构并不直接管理市场, 而是借助相应的政府机构实施管理, 但是其本身也会影

响经济增长。 机构改革、 新机构的运行、 机构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形成的新型融合型党政关系等, 制度参

数更深, 向市场传导周期很长, 对于市场主体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会马上显现出来, 而是存在一个时

间上的滞后性。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 “完成组织架构重建、 实现机构职能调整, 只是解决了 ‘面’
上的问题, 真正要发生 ‘化学反应’, 还有大量工作要做”②。

从经济学理论上看, 这些位于政府权力上层的机构, 势必会形成比市场制度和管理型、 执行型政

府机构更深层的制度参数。 这些参数将具有更加明确的制度慢变量特征, 属于制度体系中 “宏观制

度－微观制度” 二分法中的宏观制度、 “公共制度－市场制度” 中的公共制度、 “深层制度－浅层制度”
中的深层制度, 进而通过相关的制度体系缓慢而持久地影响经济增长。 当然这也是改革的真正长期福

利效应所在。 由此产生的问题必然是: (１) 宏观制度变量会如何影响微观制度变量以及如何影响经

济增长前景? 例如统筹发展与安全、 构建新发展格局究竟会对企业投资、 居民消费、 企业进出口产生

何种长期影响? 强调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对中国的长期技术进步路径产生哪些可能影响? 这些影响

如何度量、 通过什么时间期限加以测度才是合理的? (２) 公共制度如何通过市场制度影响微观主体

行为? 例如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 会对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行为以及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

深度融合发展产生哪些长期影响? 在中央企业竞争力、 创新力、 控制力、 影响力、 抗风险能力不断增

强, 国有企业作为中国全球产业链链主位置不断强化和巩固的背景下, 如何才能促进国有企业、 民营

企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３) 深层制度参数如何影响浅层制度参数以及如何影响

经济增长前景? 前文对政治制度、 市场制度的文献回顾解释了制度作为一个完整体系相互影响、 相互

补充、 相互成就的重要事实, 因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制度不断加强, 也会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制度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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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 ２０１２ 年财政决算数据, ２０１２ 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总额为 ４０ ２６２. ７０ 亿元, 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为 ２１ ４７１. １８ 亿元, 占

比 ５３. ３３％; 专项转移支付 １８ ７９１. ５２ 亿元, 占比 ４６. ６７％, 具体数据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网站, ｈｔｔｐ: / / ｙｓｓ. ｍｏｆ. ｇｏｖ. ｃｎ /
２０１３ｚｙｃｚｙｓ / ２０１３０３ / ｔ２０１３０３２２＿ ７８４９８８. ｈｔｍ; ２０２３ 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总额 １０２ ９４５. １９ 亿元, 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 ８５ ０７５. ７８ 亿元,
占比 ８４. ５８％; 专项转移支付 ８１１０. ６７ 亿元, 占比 ７. ８８％, 具体数据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网站, ｈｔｔｐ: / / ｙｓｓ. ｍｏｆ. ｇｏｖ. ｃｎ /
２０２４ｚｙｃｚｙｓ / ２０２４０３ / ｔ２０２４０３２５＿ ３９３１２９６. ｈｔｍ。

«习近平出席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总结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ｘ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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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进而加快增长方式转变。 例如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新发展理念的强调, 以及党的二十大以来

对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的重申, 都有助于提升中国经济的绿色低碳竞争力, 让中国在

新一轮产业革命中居于领先地位。
３. 以工作方法现代化破解非经济领域、 非市场逻辑与经济领域和市场逻辑的冲突

全面深化改革的范围远远超过了经济体制改革, 至少涉及 “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以及经济发展目标的阶段性转换, 因此, 中央一再强调要 “统筹推进” “协调推进”, 要坚

持系统论, 这就涉及全面深化改革中改革与发展的方法论问题。 实际上, 在全面深化改革阶段, 工作

方法论的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 全面深化改革涉及大量的非经济领域, 必须构建大量的非市场

制度和非经济制度,① 例如党的领导制度、 政治制度、 社会制度、 文化制度、 生态文明制度等。 从理

论上看, 这些制度逻辑广泛存在于马克思主义、 政治学、 社会学、 文化学、 生态学等学科的本位学科

研究中, 例如马克思主义强调人类社会演进, 政治学不懈地追求制度公平正义、 社会学强调社会功

能, 文化学重视传统与现代价值的判断, 生态学突出人与自然和谐。 这些内容很大程度上反映在党的

二十大报告总结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之中, 即人口规模巨大、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物质文明和

精神文明相协调、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走和平发展道路。②

值得注意的是, 这些非经济、 非市场制度往往遵循非经济逻辑, 必然会带来不同领域、 不同部门

工作逻辑的协调和逻辑边界、 部门边界的确认问题, 有一些机构甚至会产生反市场逻辑。 例如有研究

表明, 环保考核力度的加大会明显抑制市场投资。③ 解决这一问题的经济逻辑是强化市场的作用, 全

面深化改革要求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因为市场深度和市场广度的增加, 往往意味着更

有效、 更节约地利用资源, 实现高效率高质量发展机制。 市场作用的深化必然要求资本在更大范围内

掌握资源配置权, 必然要求更大范围的产权保护制度。 因为在一个自古未有、 前所未见的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下, 在一个共产党执政、 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 资本可能会

具有更多的政治焦虑、 极度渴望安全, 必须使其有能力、 有条件拿起法律武器、 执行自我保护, 这是

我们利用资本、 发展生产力的法治前提。 我们要创造制度条件、 让资本站在社会主义一边, 才能在与

国际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竞争中不断胜出, 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建设有效市场, 让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前提是发挥资本的逐利性特征, 追求成本最小化、 收益最大

化, 这是市场经济国家依靠微观主体持续推动经济增长的制度基础。 但是资本在更大范围内的扩张, 必

然涉及经济与政治、 经济与社会、 经济与文化、 经济与自然的范围冲突问题, 甚至会更进一步地产生资

本无序扩张问题, 从而触碰国家制度的底线。 这就要建立更加和谐、 温和的市场协调机制, 确立市场深

化和资本扩张与政治、 社会、 文化和自然环境之间的协商性、 执法性边界, 让资本能够以政治接受、 社

会接受、 文化接受、 自然接受的方式温和有序扩张, 不会过多破坏非经济领域的运行方式, 要防范暴风

骤雨式的雷霆执法对市场基础和高质量公司的打击。 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协商执法过程中, 只有如何才行

的问题, 没有行不行的问题, 方式方法才是主要的。 正因为如此, ２０２３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提出要

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 加强财政、 货币、 就业、 产业、 区域、 科技、 环保等政策协调配合, 把非经

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 强化政策统筹, 确保同向发力、 形成合力; 准确把握经济工作

的政策取向, 在政策实施上强化协同联动、 放大组合效应等。 对非经济性政策的强调, 更多指向了非经

济领域, 也就是政治、 社会、 文化、 生态领域与经济领域工作的协调问题。
不仅如此, ２０２３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进一步强调改革发展和统筹协同的方法论问题, 提出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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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平: «中国经济增长路径转变中经济与非经济因素共同演进机制构建», «社会科学战线» ２０２０ 年第 １０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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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稳中求进、 以进促稳、 先立后破”, 这一点直接指向了党和国家工作方式方法的现代化问题, 即

只有发展方向与现代化相容、 发展方式与现代化相容, 才能把政策变革对市场的伤害降到最低。 上述

十二个字是在新时代十年中国推进增长模式转变和高质量发展中得出的宝贵经验, 也充分体现在提升

中国经济绿色转型速度和绿色竞争力的过程中, 对于中国当前所处的产业转型升级、 新旧动能转换至

关重要, 但最根本的转变还是以立法的形式推进政策调控, 建立现代标准的政策周期和政策过程; 充

分引导市场理性、 让市场对新政策的出台有充分预期, 让价格机制更好地发挥作用; 通过政府激励优

化创新资源和新兴产业的跨期配置模式, 奠定中国在新兴战略性产业、 高科技产业上的先发优势。 这

一点在新能源行业表现得尤其充分。①

４. 以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增长市场动能的形成

新质生产力已经成为重塑中国经济增长新动能的关键。 新质生产力是 “创新起主导作用, 摆脱

传统经济增长方式、 生产力发展路径, 具有高科技、 高效能、 高质量特征, 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

产力质态。 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 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 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 以劳动者、 劳动

资料、 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 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 特点是创

新, 关键在质优, 本质是先进生产力”②。
新质生产力与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提的 “现代化经济体系”、 党的二十大报告所提的 “现代化产业

体系” 具有一脉相承的政策逻辑。③ 新质生产力必须有足够的市场参与度和社会参与度, 才能成为推

动中国式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的市场驱动力量, 因此, 在政策上要特别注重: (１) 确立企业在发展

新质生产力方面的决定性作用。 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是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的基本要求, 也是新质生产力通过 “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 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所在。
(２)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地方政府应当根据本地情况、 发展具有本地化特征的新质生产力。
要实现企业决策、 企业家决策、 多元化决策, 充分利用资本市场对新质生产力的全过程支持制度, 避

免一哄而上、 重复投资、 形成新的产能过剩和地方债务负担。 (３) 以公共服务改革助力生产力质变

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新质生产力聚焦技术革命性突破和战略性新兴产业、 未来产业, 在推进新技

术、 新产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 直面旧生产力更新迭代、 新旧动能转换带来的 “创造性破坏” 结果。
要通过更加完善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 努力降低旧产业淘汰、 旧动能消失对就业的不利影响, 采用

更加市场化方式处理企业破产、 兼并、 重组等影响税收、 就业和资本重新配置的问题, 避免政府直接

干预对市场出清的不利影响, 助力企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４) 推动国有经济加大公共技术、 通用

技术、 共同技术的研发投入和国有经济新质生产力的更快成长, 提升国有企业核心竞争力。 国有企业

历来是党和国家布局生产力的重要力量, 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也要发挥表率作用, 完善中央企业链长

制, 推动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 促进国有企业、 中央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更快攀升。 (５) 推动民营

经济更快聚焦新质生产力, 发挥和巩固市场领先优势。 要切实保护产权, 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 依

法保护民营企业法人财产权和企业家权益, 让民营企业家和民营经济切实感受到中国在民主法治、 公

平正义上取得的历史性进步, 打造民营经济新质生产力的国家队。

责任编辑: 孙中博

３９国家治理十年: 从顶层设计到市场动力

①

②

③

张平: «中国经济绿色转型的路径、 结构与治理», «社会科学战线» ２０２２ 年第 ８ 期; 付敏杰、 张平: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改革中的经济增长: 一种政治经济学探索», «经济研究» ２０２２ 年第 ７ 期。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

民政府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ｙａｏｗｅｎ / ｌｉｅｂｉａｏ / ２０２４０２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６９２９４４６. ｈｔｍ。
付敏杰: «新质生产力的政策脉络、 政策逻辑和政策重点», «河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４ 年第 ４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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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ｅｂｙ 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ｒｅｎｄ ａｎｄ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Ｑｉ ｔｈｅｏ-
ｒｙ. Ｌｕｏ Ｑｉｎｓｈｕｎ'ｓ ｒｅｖｅｒｓａｌ ｏｆ Ｚｈｕ Ｘｉ'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Ｌｉ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ａｎｄ Ｑｉ ｍａｒｋｅｄ ａ ｐｉｖｏｔａｌ ｓｈｉｆｔ ｆｒｏｍ
Ｎｅｏ－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 ｔｏ Ｑｉ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ｓ ｆｏｒ Ｗａｎｇ Ｔｉｎｇｘｉａｎｇ, ｈｉｓ ｓｔａｕｎｃｈ ｏ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Ｂｕｄｄｈｉｓｍ ｌｅｄ ｈｉｍ ｔｏ ｅｍｂｒａｃｅ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ｐｒｉｍｏｒｄｉａｌ Ｑｉ,” ａｎｄ ｂｙ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ｏｆ Ｗｕ Ｔｉｎｇｈａｎ, ｔｈｅ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ｓ ｈａｄ ｅｎｔｉｒｅｌｙ ｓｈｉｆｔｅｄ ｔｏ ａ Ｑｉ－ｂａｓｅｄ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ｉｓ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Ｑｉ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ａｌｓｏ ｌｅｄ ｔｏ ａ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ａｒｌｉｅｒ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Ｑｉ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ｎ Ｚｈａｎｇ Ｚａｉ'ｓ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ｃａｎ ｂｅ ｔｒａｃｅｄ ｂａｃｋ ｔｏ
Ｚｈｕ Ｘｉ'ｓ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ｕｒ Ｍａｓｔ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Ｓｏ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Ｑｉ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ｒｅｌｉｅｄ ｏｎ Ｚｈａｎｇ Ｚａｉ'ｓ ｉｄｅａ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ｖｏｉｄ ａｎｄ Ｑｉ ａｒｅ ｃｏｎ-
ｃｏｍｉｔａｎｔ” ｔｏ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Ｚｈｕ Ｘｉ'ｓ ａｓｓｅｒ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Ｌｉ ｐｒｅｃｅｄｅｓ Ｑｉ,” ｉｔ ｕｌｔｉｍａｔｅｌｙ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ｔｈｅ Ｑｉ－ｒｅｌａｔｅｄ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Ｚｈａｎｇ Ｚａｉ'ｓ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Ｚｈａｎｇ Ｚａｉ ｄｉｄ ｎｏｔ ｒｅｊｅｃｔ ｔｈｅ ｐｒｉｍａｃｙ ｏｆ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ｕｐｈｅｌｄ ｂｙ Ｑｉ
ｔｈｅｏｒｙ, Ｎｅｏ－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Ｍｉｎｄ,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ｓｔａｎｃｅ, ｗｅｒｅ ｓｔｉｌｌ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ｚｅｄ ａｓ ｉｄｅａｌｉｓｔｉｃ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Ｉｎ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ｏｆ Ｚｈａｎｇ Ｚａｉ, Ｃｈｅｎｇ－Ｚｈｕ, ａｎｄ Ｌｕ－Ｗａｎｇ ｌｉｅｓ ｎｏｔ ｉｎ ｔｈｅ ａｔ-
ｔｒｉｂｕｔｅ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ｒ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ｂｕｔ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ｖ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ｔｏ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Ｔｅｎ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ｏｐ－Ｌｅｖｅｌ Ｄｅｓｉｇｎ ｔｏ Ｍａｒｋｅｔ－Ｄｒｉｖｅｎ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Ｆｕ Ｍｉｎｊｉｅ　 Ｇｕａｎ Ｚｈｉｃｈａｏ　 (７８)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ｔａｋｉｎｇ ｐｌａｃ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ｗｉｌｌ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ｌｙ ｒｅｓｈａｐｅ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ｕｓ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ｄｅｅｐｅｎｉｎｇ ｒｅｆｏｒｍｓ ｉｎｉｔｉａｔ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１８ｔｈ ＣＰＣ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ａｓ ａ ｄｅｍａｒ-
ｃａｔｉｏｎ ｐｏｉｎｔ, ｄｉｖｉ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ｏｐｅｎｉｎｇ－ｕｐ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ｓｉｎｃｅ １９７８ ｉｎｔｏ ｔｗｏ ｐｈａｓｅｓ: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ｐｈａｓｅ ｐｒｉｍａｒｉｌｙ
ｆｏｃｕｓｅｄ ｏｎ ａｄａｐｔ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 ｒｅｆｏｒｍｓ,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ｓｅｃ-
ｏｎｄ ｐｈａｓｅ ａｌｉｇｎ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ｄｅｅｐｅｎｉｎｇ ｒｅｆｏｒｍｓ ｗｉｔ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Ａｓ Ｃｈｉｎａ'ｓ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 ｇｏａｌｓ ｓｈｉｆｔ ｆｒｏｍ “ａｄａｐｔｉｎｇ ｔｏ ａ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ｔｏ “ａｌｉｇｎ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
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ｏｃｕｓ 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ｓ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ｍａｒｋｅｔ－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ｒｅｆｏｒｍｓ ｔｏ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ｉｎｇ ｏｆ ｄｅｅｐ－ｒｏｏｔｅ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ｗｉｌｌ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ｌｙ ｉｍｐａｃｔ ｔｈｅ ｐａｃｅ,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ｔｈｅ ｋｅｙ ｉｓｓｕｅ ｔｏ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ｉ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ｓ ｉｓ ｈｏｗ ｔｏ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ｅｐ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ｔｏ ｍａｒｋｅｔ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ｓ,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ｔｈｅ ｄｉｖｉｄｅｎｄｓ ｏｆ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ａ-
ｃｈｉｅｖｅ ａ ｎｅｗ ｓｔａｂｌ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ｄｅｃｉｓｉｖ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ｉｎ ｔｈｅ ｅｒａ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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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ａｔｅｓ ａ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ｈｉｆｔｓ 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ｅ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ｔ ｉｓ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ｔｏ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ｔｈｅ ｉｍ-
ｐａｃｔ ｏｆ ｎｅｗｌｙ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ｍａｒｋｅｔ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ｔｏ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ｏ ｒｅｓｏｌｖ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ｎ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ｅ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ｅｃｔｏｒｓ, ｎｏｎ－ｍａｒｋｅｔ ｌｏｇ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ａｒ-
ｋｅｔ ｌｏｇｉｃｓ, ｔｈｅｒｅｂｙ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ｎｇ ｎｅｗ ｄｒｉｖｅｒｓ ｆ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ｆｏｒｃｅ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Ｓｈｉｆ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Ｌｉｕ Ｐｉｎｇｓｈｅｎｇ　 Ｇｅ Ｊｉｎｆａｎｇ　 (１３３)

Ｔｈｅ Ｓｏ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ｓｔａｎｄｓ ｏｕ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ｓ ａｎ 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Ｔｈ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ｅｒａ ｗｅｒｅ ｗｉｄｅｌｙ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ａｃｒｏｓｓ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ｓｅ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ｔ ｌｅａｓｔ ｓｅｖｅｎ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ｇｒｏｕｐｓ ｗｅｒ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ｏｏｌｓ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ｒｏｎ ｓｍｅｌ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ａｌ
ｍｉｎｉｎｇ, ｓｈｉｐ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ｂｒｉｄｇ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ｐａｐｅｒｍａ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ｃｅｒａｍｉｃ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ｅｘｔｉｌｅ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ｓ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ｇｒｏｕｐ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ｅｘｈｉｂｉｔｅｄ ｈｉｇｈ ｒａｔｅｓ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ｄｖａｎｃｅ-
ｍｅｎｔ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ｉｎｔｅｒ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ｅｄ, ｓｙｎｅｒｇｉｚｅｄ, ａｎｄ ｆｏｒｍｅｄ ｉｎｔｒｉｃａｔｅ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ｓ. Ｔｈｉｓ ｉｎｔｅｒｐｌａｙ
ｇａｖｅ ｒｉｓｅ ｔｏ ａ ｎｅｗ ｔｅｃｈｎ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ｔｈ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ｗｈｉｃｈ, ｉｎ
ｔｕｒｎ,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ｄ ｉｎｔｏ ａ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 ｆ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ｒｏｍ ａ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ｉｔ ｉｓ
ｅｖｉｄｅｎｔ ｔｈａｔ Ｃｈｉｎａ'ｓ ｔｅｃｈｎ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ｈａｓ ｅｖｏｌｖ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 ｐｈａｓ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
ｃｏｎｏｍｙ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ｔｏ ｔｈ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ｅ-
ｃｏｎｏｍｙ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ａｎｄ ｕｌｔｉｍａｔｅｌｙ ｔｏ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 ｏｆ Ｈａｔｒｅｄ”: Ｔｒａ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Ｆｏｒｍｓ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Ｔｒａｇｉｃ Ｎｏｖｅｌｓ

Ｊｉａｎｇ Ｒｏｎｇｇａｎｇ　 (１８９)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ｒａｇｉｃ ｌｏｖｅ ｎｏｖｅｌｓ, ｔｈｅ ｔｉｔ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ｓ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ｌｙ ｅｘｈｉｂｉｔｅｄ ａ ｓｔｒｏｎｇ ｐｒｅｆ-
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ｍ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 ｏｆ Ｈａｔｒｅｄ”, 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ａ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ａｒｌｉｅｒ ｘｉａｘｉｅ ｎｏｖｅｌｓ. Ｔｈｅ ｘｉａｘｉｅ ｎｏｖｅｌ ｉｓ ａ ｍｏｕｒｎｆｕｌ ｌａ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ｓ ｆａｃｅｄ ｂｙ ｈｕｍｂｌ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Ｄａｏｇｕａ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ｒａｇｉｃ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ｒｅｎｏｗｎｅｄ ｓｃｈｏｌａｒ' ｍｉｓｆｏｒｔｕｎｅｓ, ｔｈｅ ｆａｌｌ ｏｆ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ｗｏｍｅ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ｈａｒｅｄ ｓｕｆｆｅｒ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ｏｓｅ ｉｎ ｄｉｓｔａｎｔ ｌａｎｄｓ, ｔｈｅ “Ｓｅａ ｏｆ Ｈａｔｒｅｄ” ｉｍａｇｅ ｐｅｒｍｅ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ｔｅｘｔ. Ｔｈｉｓ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ｉｎ-
ｓｐｉｒｅｄ ｔｈｅ ａｒｔｉｓｔｉｃ 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ｇｉｃ ｌｏｖｅ ｎｏｖｅｌｓ.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ｔｒａｇｉｃ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ｓ ｉｎ ｔｈｅｓｅ ｎｏｖｅｌｓ ａｒ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ｎｅｗ ｆｏｒｍ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ｈ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ｏｖｅ－ｈａｔ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ｓｈｉｐ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ｔｗｉ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ｆｌｏｗｅｒ ｓｏｕｌ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ｕｌ ｉｎ ｔｈｅ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ｓ ｆｏｒｍｓ
ａｎ ｉｍｐｌｉｃｉｔ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ｉｅｒ ｘｉａｘｉｅ ｎｏｖｅｌｓ ａｔ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
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ｏｒｙ 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ｅｓ ｆｒｏｍ ｘｉａｘｉｅ ｎｏｖｅｌｓ ｔｏ ｔｒａｇｉｃ ｌｏｖｅ ｎｏｖｅｌｓ, ｉｔ ｂｅｃｏｍｅｓ ａｐｐａｒｅｎ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ｉｒ ｔｒａｇｉｃ ｅｎｄｉｎｇｓ
ｗｅｒｅ ｏｆｔｅ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ｅ ｒｅｗｒｉｔｉｎｇ. Ａ ｄｅｅｐｅ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ｒｅｖｅａｌ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ｇｒｉｅｆ ｉｎ ｔｈｅｓｅ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ｓ ｉｓ, ｉｎ ｆａｃｔ, ａｎ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ｒｇｉ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ｃｏｎｆｕ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ｒ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ｅｌｅｇｙ ｔｈｅｙ ｃｏｍｐｏｓ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ｉｓ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ｒｉｏｄ.

２８２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ｒｏｎｔ


